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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慈善”一词出自 《论

语·为政》：“孝慈，则忠；举善而

教不能，则劝。” 从慈善这个词的

原点看，儒家的慈善观里，一开始

就关注修养个人德行与其社会效应

的关系。

与慈善有关的内容和思想在传

统儒家典籍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儒

家思想在推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

发展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作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

中华文明的影响极其深远，堪称诸

子百家之首，同时以“仁”为核心

的儒家思想体系中也蕴含着大量的

慈善思想。儒家文化中的许多核心

观点，如民本思想、大同理想，是

发展慈善事业的立足点和根本追

求；儒家的仁爱思想中，性善论、

义利价值观等俱是人们从事公益慈

善的出发点和思想根源。

我国历史上以“仁”为中心的

儒家思想，构筑了民本思想、大同

社会等系统的核心价值理论体系，

成为中国古代慈善思想最主要的理

论渊源。“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

心，他的慈善思想是以仁为中心构

建的，包括“泛爱众”、“惠民”、

“均贫富”和“义利观”等内容，对

历代以来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

深远的影响。孔子认为“仁者，爱

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仁德是修身的关键。一个人只

要立志于培养自己的仁德，那么他

就不会做坏事。如果一个人失掉仁

德，也就不能成为君子，君子应该

时时刻刻不违背仁德。孔子认为仁

德甚至比生命更宝贵：志士仁人不

能因为求生损害仁德，当生命和仁

德冲突时宁可杀身以成仁。

传统中国，慈善举动主要源自

人们内心的道德驱动，靠的是“良

心发现”和“自省吾身”，缺乏外在

的约束，同时也容易夹杂着对道德

回报的期待。儒家对道德的依赖，

使得慈善缺乏强制力的约束，在道

德文明遭遇阻碍困境的时候，人们

的主观慈善意识弱化，常常会给慈

善事业带来重大影响和打击。因

此，这种内敛、强调道德教化的慈

善并不利于积极、开放的现代慈善

事业的发展。

与慈善观相关的另一个先秦儒

家观念是义利观，义利观是指人们

如何对待伦理道德和物质利益关系

问题的观点。孔孟义利观的基本观

点是义高于利、义主利从，但并不

排斥谋取正当利益。孔子提出“君

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见利思

义”“义然后取”，明确以义作为谋

利的准则；倘不符合此准则，则

“君子固穷”，宁肯处于贫贱之中，

也不取这不义之利。孔子因此对饿

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评价很

高；对安贫乐道的大弟子颜回称赞

有加；他自己在陈国绝粮，处于困

境，仍“讲诵弦歌不衰”。由此可

见，孔子是言行一致的。

孔子认为，义字当头还是利字

当头，结果是大不一样的。“放于利

而行，多怨”；“见小利则大事不

成”。利字当头、争权夺利，必然激

化矛盾、积仇积怨，不利于解决全

局问题和大局问题。

不难看出，儒家的确首先重视

义，但并不以义利对立作为理解义

利关系的基本前提。因此，即使儒

家强调重义轻利，也不是要把义和

利对立起来。只是在义与利尖锐对

立的特殊情境中，儒家才明确主张

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牺牲利益而

成就道义。

近年来，我国的慈善事业有了

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慈善事业的发

展需要一种社会氛围，需要全体公

民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因此，古为

今用，从先贤儒家核心价值思想中

认真汲取其伟大的慈善观念，不失

为一条促进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

的理论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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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标 制 造 者 胡 文 虎 的 三 个 身 份
胡文虎 （1882—1954 年） 是近代

享誉海内外的企业家、报业家、慈善

家，他出生于缅甸仰光，祖籍在福建

龙岩，是一位客家人。胡文虎头脑灵

活，性格外向，有探索精神，且吃苦

耐劳。他继承了父亲的小药铺后，深

入钻研药业发展规律，思索永安堂发

展壮大的路径。

万金油大王

胡文虎利用科学方法，吸收我国

传统工艺炼制丸、散、膏、丹的优

点，经过反复研究和试验，终于发明

制造出了良药——“虎标”牌“万金

油”。此后，胡文虎再接再厉，继续研

制出成药百种。这些药品因价廉物

美，功效显著，在中国、缅甸、印

尼、印度、马来西亚等国深受欢迎。

且胡文虎重视广告的投放，投入巨资

的宣传使万金油等药品的知名度越来

越高，持续畅销。

随着万金油等药品的市场规模不

断扩大，胡文虎很快成为了世界知名

的亿万富翁、华商顶级富豪。当时有

经济学家估算，全球有半数以上的人

使用过虎标良药，仅万金油在全球的

销量就高达两百多亿瓶。胡文虎本人

也被誉为“万金油大王”。

1923 年，胡文虎出于拓展业务的

考虑，把永安堂的总部迁至新加坡，

并在新加坡新建药厂，扩大生产规

模，其弟胡文豹则继续负责仰光的事

务。随着市场的快速扩张，永安堂先

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地开

设分部。经过 9 年的快速发展，1932

年，胡文虎将永安堂总部设在香港，

并将业务扩展到祖国东南沿海及西南

内地，相继在广州、厦门、上海、重

庆等十余个城市建设药厂和分部。

报业巨子

永安堂的蓬勃发展，以及“万金

油”等虎标良药的热销，给胡文虎带

来了巨额财富。有了坚实的基础后，

胡文虎又更多地致力于投资传媒等其

他生意。从 1913 年起，他先后与人合

办了《仰中光日报》《晨报》等，在香

港、厦门、福州、上海等城市以及马

来西亚、缅甸、印度、泰国等国家，

胡文虎独资创办了《星洲日报》《星光

日报》 等十余家报社，建立了他的

“星系报业”王国。胡文虎给星系报业

的定位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专以服

务为前提，宣传抗日救国，竖民众之

信念。”他主张开明办报，新闻自由，

加之在海外少受各方势力掣肘，如此

一来，报纸的特色突出，声誉日隆，

逐渐发展成为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激发海外华侨爱国热情、振奋民

族精神、促进抗日的重要传媒阵地。

在报业史上，星系报业以发展最

迅速、规模最庞大创造了一个奇迹，

成为华侨界独一无二的报业王国，具

有很大的舆论影响。胡文虎以商业立

场办报，为民众作喉舌，形成服务于

社会的重要事业。这也是胡文虎从

“药业大王”到“报业巨子”的传奇

飞跃。

星系报业在宣传虎标良药方面起

到了特殊的作用，使万金油深入人

心，家喻户晓，世人皆知；而万金油

的兴旺，又为办报提供了雄厚的资

金。胡文虎拥有巨额财富后，曾经购

买飞机给订购客户送报纸，这在当时

的亚洲世界极富传奇色彩，也起到了

巨大的宣传作用。上世纪 30 年代中后

期，胡文虎已成为东南亚华侨首富，

他的商业体系涵盖了制药、报纸、银

行、保险等多种行业，形成了覆盖东

亚、东南亚的巨型财团。在鼎盛时

期，胡文虎的财富一度超过上亿美

元，这在上世纪 30 年代无疑是惊人的

成就。也正是在这样雄厚的财力支撑

下，胡文虎一直以来所热衷的慈善事

业才得以蓬勃发展，并产生深远而广

泛的影响。

著名慈善家

胡文虎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

后，长期持续且大量投入慈善公益事

业，所涉领域非常广泛。他一贯秉持

“人为本，财为用”的人生信条，并坦

言自己对政治没有兴趣，更多热衷于

包括文化教育、体育、医药等利国利

民的慈善事业。胡文虎说：“我 （之财

富） 是取诸社会，用诸社会。”“自我

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财，供天

下之用。”

在胡文虎投身的慈善公益事业当

中，教育事业占据了较大比重。在抗

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教育

领域均遭到广泛而严重的破坏和影

响，大量青年无学可上。这种情况

下，胡文虎在祖国内地大量投资办

学，聘请著名知识分子赴校任教，联

络各界爱国人士，广泛开展抗日救国

宣传。

此外，胡文虎在祖国内地还先后

捐资兴建了十余所医院，包括南京中

央医院、福州福建省立医院、厦门中

山医院、汕头医院、广州广东军医院

等。抗日战争期间，胡文虎致函重庆

政府，愿出资在全国修建县级医院 100

所。工作人员计算百所医院需款项约

1000 万元，胡文虎当即汇款 1000 万

元，并指定该款项在抗战胜利后兴建

县级医院所专用。

20 世纪上半叶，鉴于祖国体育事

业长期落后，为雪“东亚病夫”之

耻，胡文虎曾多次捐建体育场所，支

持体育竞赛，以此推动国内体育事业

的发展。除赞助体育团体的建设和活

动经费外，他也独资修建体育设施，

如福州体育场、海南岛海口白沙游泳

场等。胡文虎还赞助了上海于 1935 年

举办的旧中国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

并亲率华侨运动员回国参与体育比赛。

胡文虎对祖国故土怀有深厚的情

感，他同广大海外华侨一样，长期关

心祖国的建设与发展。除了上述公益

领域，胡文虎还在祖国建设了安老院

（养老院）、孤儿院多所。此外，还捐

款兴办了收容流浪儿童的上海儿童教

养所、广州儿童新村等。新中国成立

后，胡文虎积极联络国内开展慈善事

业。他曾认购公债 2 万份，捐赠港币

13 万元，为广州儿童教养院修建礼堂

一座。

抗战爆发后，胡文虎不仅给前线

抗日勇士捐赠钱款、药品和物资，同

时还斥资组建华侨救护队，奔赴国内

战场投身救死扶伤。在抗日战争期

间，胡文虎为国内捐赠大量药物，义

捐、认购超过 300 万元的“抗日救国

公债”，此外还有慰劳伤病、保育儿童

等善举。

弹指百年。如今，胡文虎建立的

商业帝国虽已不复存在，但他在激烈

竞争中独创华人品牌、在祖国最艰难

的时候勇于担当、共赴国难的义举，

仍然值得人们铭记。

尤 里 斯 · 伊 文 思 是 一 名 荷 兰

人，从 1938 年首次来华拍摄 《四万

万人民》，到 1988 年在中国完成拍摄

《风的故事》，他与中国结缘长达半

个世纪。伊文思多次用摄影机记录

下中国的变迁，对中国的感情不亚

于自己的祖国，他曾经饱含热情地

说：“我热爱中国，中国是我的第二

故乡！”

因拍摄抗战与因拍摄抗战与
中国共产党结缘中国共产党结缘

伊文思 1898 年 11 月 18 日出生于

荷兰尼梅格城，成长于一个两代都

是摄影师的家庭。受家庭的熏陶，

他 13 岁就开始拍摄电影。与普通摄

影师不同的是，伊文思关心世界的

发展变化，他把电影当作武器。哪

里有重大事件发生，他就把摄影机

架到哪里，他的纪录片主题总是人

民，始终把镜头对准普通人。他见

证过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

古巴、越南等人民争取独立与自由

的革命和斗争，是一位充满激情和

信仰的“电影战士”。

1938 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进行

得最为激烈之时，伊文思经香港到

达武汉。首次来到中国，伊文思对

中国了解不多，这一时期他对中国

更多是出于“同情”和“救助”。伊

文思很想去延安拍摄中国共产党抗

日的画面，从纽约出发前他就秘密

联系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香港见到

了宋庆龄和廖承志，了解了更多关

于中国共产党的信息，但是由于受

到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种种阻挠，

伊文思此行并未能到达延安。伊文

思在中国拍摄了名为 《四万万人

民》 的纪录片，反映了从武汉到台

儿庄战地的见闻，在美国放映后，

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积

极作用，影片中还出现了朱德、周

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

伊文思在武汉认识了周恩来、

叶剑英等中国共产党人，并与他们

建立了个人友谊。在拍摄工作队中

一位共产党员的帮助下，伊文思拍

摄了许多珍贵的画面，为新中国保

存了珍贵的历史档案。离开中国

前，伊文思秘密地把一台埃姆牌独

眼龙摄影机和数千尺胶片交给了一

位左翼影人吴印咸。1938 年秋，吴

印咸和袁牧之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

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

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

安电影团 （即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的前身）。曾任中央新闻纪录电

影制片厂厂长的钱筱璋回忆，正是

利用这台摄影机，延安电影团在艰

苦的战争年代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早

期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

和中共七大、七届二中全会、延安

生活等重大历史影像资料。这些动

人镜头的呈现，正是伊文思的重要

贡献。

热心帮助热心帮助
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

伊文思赠送给延安电影团的摄

影机帮助中国打开了电影艺术的大

门，他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远不

止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伊文思

多次来到中国，热心地把他的知识

与经验传授给中国的青年电影艺术

工作者，为新中国培养电影人才，

并向世界客观介绍中国，消除了国

际社会对中国的许多误解。

1956 年伊文思再度访华，成为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接待的第

一位“国际友人”。他看到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由衷地感到喜悦。两年后，

伊文思愉快地接受了新影的邀请，

成为新影的艺术顾问，并开始在中

国授课，向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传授

他的拍摄技巧、艺术观和视听理

论。后来，伊文思又成为文化部的

顾问，为中国电影乃至文化事业的

发展都作出了贡献。曾任中国电影

家协会副主席的司徒慧敏回忆说，

“伊文思把中国电影事业、电影艺术

工作中的每一步成功和每一点失

误，都当作自己的成功与失误一样

关切”。

伊文思多次去电影学院讲学，

在电影制片厂进行具体指导，还经

常向中国电影工作者介绍西欧、拉

美和亚非地区电影发展情况和他们

的经验。伊文思认为，真实反映生

活是纪录片的生命，他要求自己拍

的每一个镜头都是真实的，从不在

摄制中违背生活真实去制造情节。

夏衍、袁牧之、王阑西、司徒慧

敏、吴印咸、钱筱璋等中国早期的

电影艺术工作者大都与伊文思有过

深入交往，受到他的影响。

伊文思对中国电影事业的关心

还体现在具体的细节中。新中国成

立初期，在 1954 年斯德哥尔摩召开

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伊文思向廖承

志同志建议拍摄故事片 《白求恩大

夫》。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条件的影

响，这部影片迟迟未能完成拍摄，

一直拖延到 1958 年他来中国访问

时，又再次与廖承志同志商量，并

帮助做了大量工作，终于在 1964 年

完成了拍摄，这部影片在新中国电

影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始终同始终同
中国人民一路同行中国人民一路同行

正如伊文思自己所说，“中国是

我的第二故乡”，从第一次踏上中国

的土地开始，他就坚定地支持中国

人民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

他十余次来到中国，先后拍摄了

《早春》《愚公移山》 和 《风的故

事》 等关于中国的影片，分别记录

了上世纪 50 年代末、70 年代和改革

开放不同时期的中国风貌，以一个

外国人的视角见证了中国半个世纪

的变迁。在中国社会不被外界了解

或者受到西方舆论封杀的时候，伊

文思拍摄的这些纪录片为世界认识

中国开了一扇窗。

1957 年再次来到中国后，伊文

思不辞辛劳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拍

摄了反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

片 《早春》。虽然当时正值大跃进时

期，影片却完全不同于当时许多反

映“大跃进”时代主流的纪录片，

他把拍摄的主体放在了人们真实的

日常生活和中华大地的自然风光

上，记录了当时的风土人情，传达

出一位艺术家对社会主义的歌颂与

赞美之情。

1971 年，受周恩来总理邀请，

伊文思再次来到中国拍摄了一部反

映当时社会精神面貌的纪录片 《愚

公移山》。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央

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全程配合进行

了拍摄，该片历时 5 年才完成，长达

12 个小时。这是一部综合反映中国

社会变化的鸿篇巨制，由大庆油

田、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上海电机

厂、“一位妇女，一个家庭”、渔

村、一座军营、球的故事、秦教

授、京剧排练、北京杂技团练功、

手工艺艺人、对上海的印象等 12 个

部分组成，每个主题的内容长短不

一。该片是记录“文革”期间中国

社会的珍贵影像资料，在 1976 年公

映。伊文思充满善意地用中国人熟

悉的愚公移山，来形容当时中国人

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

1984 年，伊文思再次来到中国

拍摄纪录片 《风的故事》，这是他拍

摄的关于中国的最后一部作品，也

是他电影生涯的收官之作，1988 年

才制作完成。他希望通过此片告诉

人们，“和平是最重要的”。伊文思

因该片获得第二届欧洲电影奖特别

成就奖。 1989 年 6 月 28 日，尤里

斯·伊文思在法国巴黎去世。

从 《四万万人民》 开始，在几

十年的岁月长河中，伊文思用摄影

机记录下不同姿态的中国，见证了

不同时期的中国形象，也和中国人

民一起经历着社会主义发展的风风

雨雨。中国影像成为伊文思电影生

涯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证明

了他对中国这个第二故乡的热爱。

用影像记录中国的用影像记录中国的
““电影战士电影战士””伊文思伊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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